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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行能力视角下的失地
农民问题研究

———以淄博市为例
陈　雷　张陆伟　孙国玉

【提　要】目前我国失地农民总量超过4000万人�到2020年预计要突破1亿人。大部分失地农民面临
“种田无地、就业无岗、社保无份” 的窘境�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。笔者通过在淄博市的调查掌握了
第一手资料�并从农民底层视角进行分析�认为 “可行能力” 剥夺是造成失地农民问题的深层原因之一�
应树立可行能力建设的政策理念和 “可持续生计” 的政策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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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问题的提出及研究视角
随着我国现代化的发展�城市化进程不可逆转。一

般来说�城市化大致有两种不同的实现方式。一是农民
通过进城打工、上学、参军提干等社会流动的方式融入
城市生活�成为城市人；二是城市数量和容量的扩张�
变农业用地为城市土地�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 “就
地” 城市化。城市的扩张必然大量占用农民的土地�失
地农民由此而产生。目前我国的失地农民总量超过4000
万人；民进中央预测到2020年失地农民总量将突破1亿
人。①失地农民们大部分面临 “种田无地、就业无岗、社
保无份” 的窘境�引起了政府、学界和社会的高度重视。

近年来�关于失地农民问题的研究�特别是制度层
面的研究很多。然而�与一般学者从政府行为出发自上
而下的分析角度不同�本文选择了失地农民的可行能力
（capabilities） 这样一个特殊的视角�从农民可行能力与
资源配置的关系入手�通过对失地农民的利益表达、产
权建构和资产三个方面的分析�剖析失地农民问题产生
的深层次原因�试图弥补以往 “重政府行为�轻农民能
力” 的研究缺陷。

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·森给可行能力下
的定义是：“一个人的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
的、各种可能的功能性组合。” 他进一步地解释功能性
活动 （functionings）� “可以包括吃、穿、住、行、读
书、看电视、社会参与 （投票选举、在公共媒体上发表
言论观点、上教堂做礼拜） 等等”。可见�可行能力可
以理解为一个人可选择的空间的大小。森指出了三种运
用可行能力的方法： “直接法 （包括全面比较、局部排
序和突出的可行能力比较）、补充法、间接法。”② “突出
的可行能力比较” 是集中注意某些特定的可行能力变
量�诸如就业、寿命、识字或营养状况。

森强调人的能动的一面。森的能动意指人是一个能
够思考和参与的主体�而不是被动的接受的客体�具有
建构的作用。他强调对人的能力的培养�意义在于提高
人进行主动参与的能动性。农民被看作是参与变化的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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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的主体�而不是分配给他们的利益的被动接受者。
作者正是带着这样的研究思路奔赴淄博农村进行实

地考察�采用个案访谈、文献研究和观察分析方法�收
集到八个调查村70户失地农民的统计数据以及大量的
政府文件和档案资料。同时�重点访谈了国土局、开发
区、“统征办”、镇政府等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�形成
12万字的深度访谈资料。在此基础上�本文主要从三个
“突出的可行能力” 着手研究失地农民问题：一是分析
农民的权利伸张与利益表达对资源获取的影响；二是通
过产权的建构分析农民的财产被剥夺的情况；三是分析
农民个体之间资产的差异与资源获取的关系。最后得出
结论�即农民可行能力的剥夺是失地农民问题产生的重
要原因。与之相应的政策建议是�通过社会安排扩展农
民的可行能力�进行可行能力建设。这不仅仅具有工具
性的意义�而且具有实质性的意义。

二、农民的利益表达
在当今社会�每一个阶层和群体都试图以不同的方

式表达自己的利益�伸张自己的权利�利益的表达与资
源的分配密切相关。围绕土地 “农转非” 收益的分配�
参与角逐的各方 （企业、政府、村集体、农民等） 正在
演绎着各种各样关于利益表达和资源获取的故事。 “在
既有的权利关系中�权利的弱势方无论居于多么不利的
地位�都可以借助某种操纵资源的方式�对强势方实施
一定程度的控制�反过来�强势方无论多么强大�只要
仍然停留在权利关系之中�就会在某个方面受制于弱势
方”。① “农民是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�是十大社会阶层
中的底层”。②整体上看�他们的利益表达能力是很有限
的�但是他们仍然具有伸张自己权利的 “武器”。

（一） 弱者的武器
农民不是简单的逆来顺受者�他们会拿起 “武器”

进行种种获取资源的斗争。他们往往以种种不合作、
“钻空子”、 “打擦边球” 乃至非法的手段来传递自己的
声音。农民用 “弱者的武器” 表达利益的特点是：个人
为行动单位�不需要计划或相互协调�以不与权威发生
正面冲突为特征�是一种有关个人直接利益的 “机会主
义” 抗争。虽然这些 “弱者的武器”③并不能从根本上改
变农民资源获取上的弱势地位�但是却能够尽可能地争
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。
1∙弱者的武器
案例一：该市国土局统一征地办公室主任谈到：

农民为了多拿补偿�什么办法都能想出来。有
哭的�有吵�有闹的。反正你补给他再多�人家还
是嫌少。有一个老太太�有段时间天天来闹�说她
丈夫是老红军�又说子女不孝顺�哭哭啼啼的。其
实按政策讲�该补给她的都给了。最后�额外地再

多给她2000块钱。人家这么大年纪了�天天在我
这哭�领导看见了不好。所以我这个工作难干啊。

可见�农民通过哭、闹、求等 “示弱” 的手段来博取
同情�以弱 “制” 强�达到获取最大资源的目的。从上面
老太太额外获得2000元和政府的让步来看�农民这种伸张
权利的手段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自己的资源获取。
2∙农民 “种房”
所谓 “种房”�就是哪个村传出将要被征地的消息�

就会迅速冒出一些劣质建筑来。这些建筑大多是当地农
民抢建的�往往 “地下无桩�墙内无钢�砖中无浆�夜
里无光”�根本不可能住人�惟一目的就是在征地中获
得补偿。农民临时抢建劣质房时常造成人身安全事故。
2004年�龚徐湾村民抢建劣质房发生塌楼事故�造成了
3人死亡、14人受伤；2008年�武汉黄陂区村民自建的
一座4层楼房突然垮塌�造成4死4伤。④因此�制止
“种房” 之风�完全正当。

“种房” 是农民运用 “弱者的武器” 的经典版本�
即以公开地违规来表达弱者对社会游戏规则的不合作。
农民巧妙地利用着社会对弱者的同情：如果你在 “乞丐
钵內拿饭吃”�肯定会被视作丧尽天良。所以�新闻舆
论和学者大都站在农民一边�鼓励政府承认既成事实。
政府在百般权衡之后�往往给予农民相对于建房成本不
菲的补偿。有一小部分农民甚至能够借此捞上一把。人
们戏称 “种粮不如种房”。

在土地 “农转非” 中�无论是村级组织还是农民个
体�都没有足够的手段和权利向政府及开发商讨价还
价。政府不需要给土地的主人———村级组织和农民赔
偿�而只需要给予补偿！补偿的标准也不取决于村级组
织与用地厂商谈判的结果�而只取决于土地农业年产值
若干倍数和地方领导人的开明程度。如果我们不去探究
前提是否合理�而只问程序是否正确�那么�以农民的
种种 “无赖”、无理的行为�自然可以斥之为 “刁民”。
但是�农民 “种房” 是以牺牲自己尊严的方式来达到以
弱 “制” 强的目的。农民 “刁蛮” 的背后却是作为社会
底层的无奈与无助。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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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农民的表达能力
几乎一无所有的农民与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强势集团

之间力量极不对称�农民是绝对的弱者�时刻有被剥夺
的危险。目前的社会体制与政策并没有给农民提供一个
公正与平等地表达和维护其自身权益的平台。农民的表
达能力受制于社会安排�十分有限。

首先�缺乏一个组织能够实事求是地整合农民的利
益、代表农民的利益。也许有人会说�现在实行村民自
治�农民可以通过选举来表达自己的利益�推出自己的
代言人。但是在具体的实施中�除了个别典型村以外�
村委会主要还是乡政府的行政工具�很难代表农民说话。
村委会并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治机构�而是国家政权在
村落社区的延伸�上传下达、征税、征地、计划生育等是
其主要的任务。“四个民主” 和村务公开也往往流于形式。

按照有关规定� “卖地” 这样事关村集体和村民利
益的大事�理应由村民委员会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�
并公布结果。但是作者的调查证实�多数村 “卖地” 决
策是村两委决定�而且主要是村支书和村长决定。村民
小组和村民大会形同虚设。多数村民对 “卖地” 的价
格、条件等并不知情。农民被屏蔽在体制内的利益协商
和表达机制之外�农民的利益表达缺乏畅通的渠道。

其次�甚至 《宪法》的某些规定�也使农民的声音
不够 “响亮”。美国 《宪法》曾经规定�联邦众议员名
额按照人口比例在各州进行分配�而各州人口数却是按
自由人总数加上其他人口的五分之三予以确定。这就意
味着一个黑人只能折算成五分之三个白人。歧视黑人�
那是美国的耻辱�也是世界各国的镜鉴。但是�也许你
从来就没有想过：在中国一个农民等于几分之几个城里
人？我们选举全国人大代表时�城市人口是24万人选
举产生一个代表�而农村人口却是96万人产生一个代
表�而且这是 “依法选举”。更糟的是那些背井离乡的
农民工�无论他们在城市生活了多长时间�他们都是
“外地人”�这里的法律和政策跟他们无关。因为按照现
行的选举制度�中国公民只能在户籍所在地选举和被选
举。也许你和自己的妻子儿女在北京生活了半辈子�可
是你却只能在塔里木河边的村庄或者五指山下的小寨�
才能够投下一票。等自己的儿女到了18岁�也许他们
从来没有去过父亲的家乡�他们能够做的就是重复父辈
的行为！这时�他们和城市户口的人相比�不是一个农
民等于几分之几个城里人的问题�而是等于零。

三、农村土地产权的建构
根据法律�农村土地的产权归农民集体所有�然而

在真实的社会实践中�农村土地的产权归属与法律的规
定有着相当的距离。那么�现实的社会运行中农地产权

又是怎样的呢？笔者对此的看法是：1∙在产权问题上并
非只有非公即私的二元对立�真实世界中的产权形式更
多的是在公—私 “连续谱” 的某一点上。企业的产权形
式�从个人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、私有责任或股份有限
公司、股份合作组织、集体企业、地方政府所有企业、
国家参股企业、国家控股企业�一直到全资国有企业�
是一个产权形式多样的 “连续谱”。①农田在历史上也存
在承租者 （暂时使用田面）、佃户 （永久地使用田面）、
不在地主 （拥有田底）、完全所有等多种土地占有形
式。②2∙产权不仅是由国家法律而且也是由人们的社会
认知来界定的�因为权利存在于社会共识之中。③产权不
能仅被当作经济现象而忽略其建构者的作为和他们所倚

重的传统社会背景。这一将经济现象看作是 “嵌入”
（embededd） 社会关系之中的观点是社会学的传统。3∙
农地产权是一种权利以及保障权利实施的机制。它也要
受到国家法律和地方规章的限制�而且需要国家提供强
制力量保证其实施。④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�产权从一开
始就不是那么完整独立�注定要受到国家的制约。如何
兼得国家强制力对产权的保护又防止国家的引入导致所

有权的残缺�这在实践上是一大难题。综合来看�中国
农村土地及由土地而来的集体资产的真实产权是以共同

的社会认知为基础�强势方与弱势方共同建构的产物。
这种建构显然是权力为主导的�兼有其他的伦理的、文
化的和经济的因素。在建构的过程中�尽管各方利益相
关者都有讨价还价的权利�但博弈的格局并不是对称的。

（一） 社区建构：承包地、口粮田和宅基地
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当地人普遍把耕地分为口粮田和

承包地。口粮田按人口均分到户�承包地一般按劳动力
均分。承包地、口粮田、宅基地�虽然都是集体土地�
但是在农民的社会认知中�三种类型的土地的私有化程
度依次增强。

法律规定城市住宅用地有70年的使用期�却没有
哪部法律规定农民的住宅用地的使用期是多少年。理论
上说�其使用期是无限的。因为宅基地具有公私财产混
合、农民长期拥有、生活必需品三大特征�所以�在现
实中无论是学者、官员还是村干部、农民�都最大限度
地认可农民对宅基地的所有权。笔者调查发现�超过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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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的农民认为�宅基地归农民所有。有些老宅子甚至是
解放前即归其所有。

农民对口粮田相对较多的支配权似乎基于 “生存伦
理”。长久以来对饥荒的恐惧使农民产生了 “生存伦
理”。许多的社会安排如互惠模式、强制性捐助、公用
土地、分摊出工等等�也出于 “生存伦理” 的考虑。按
人口均分的口粮田是 “生存伦理” 的最佳体现�它意味
着一切村民都有权利依靠本村的资源而活着。这种观念
的表现之一就是口粮田不可轻易夺走�它具有比其他农
地更专属于农民的地位。

不同的产权建构意味着不同的资源获取。当地农民
在三种类型土地上得到的征地补偿相差悬殊。由于村里
耕地是逐年减少的�所以每一两年调整一次耕地。当人
均耕地半亩以上时�即 “卖地” 不危及到口粮田时�土
地仍然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�对农民耕地的减少基本不
予补偿。也就是说� “卖” 承包地的钱�全部作为集体
资产�农民只是作为村民享有极其有限的一点村福利。
当人均耕地半亩以下时�地太少了�已经 “没法种了”�
这时村里通常收回全部土地�开始发放口粮补助�大部
分村民脱离农业生产。村里收回的地�要么再由少数愿
意种地的村民投标承包下去�承包费200元／亩～300元
／亩不等；要么由村集体统一种植小麦、玉米、树苗等。
村口粮田设置的思路是：一个成年农民每年需要的口粮
为400斤小麦�以亩产1000斤计�村民口粮田应该是
0∙4亩。因此�对农民失去土地的补偿以0∙4亩口粮田
为基准�村民每年得到口粮补助金。

涉及宅基地和农民自建住房的 “旧村改造”�则给予农
民相对较多的补偿。该市几乎所有的被征地农村和 “城中
村” 都进行了或将要进行 “旧村改造”。在我们调查的已经
“旧村改造” 的5个村中�70％以上的农户拥有2套以上楼
房�住房条件得到极大改善。新房的分配则依据宅基地的
面积换算。例如�某调查户宅基地多�他家置换了三套房�
两套96平方米的�一套75平方米的。房子质量好�户主
挺满意。按照市场价96平方米的楼房大约价值12万元。①
从中我们看到：承包地、口粮田、宅基地三种法律产权
一致而认知产权不同的土地在资源获取上的巨大差异。

（二） 权力建构
失地农民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保障权益的制度安排；

不仅在农民的利益表达上是如此�在农地的产权建构上
也是如此。目前最终决定地权归属的不是集体所有�也
不是某个人的个体行为�更不是法律对产权的清楚界
定�而是权力地位。

案例二：谁的农贸市场？

俺的大棚②是开发区批准的�建起来三年了。可
以安排不少村民去工作�做市场管理、打扫卫生。一

年村里还能有100多万的摊位出租费�能够保证群众
的生活。村里发的口粮钱�一年80多万就够了。所以
村民不让卖大棚。怕没地了�靠大棚能维持生活。镇
上成立的工作组�镇上强迫卖。你说这大棚是谁的？
强买强卖！扒大棚的时候�叫我去开会了。“千万不要
对准枪口�谁对准枪口�谁难看”�会上就是直接这么
说。理由是原先盖大棚的时候没办手续。我都搞不懂�
为啥建的时候合法�现在反而又不合法呢？不合法�
为什么开业时�区里、镇里的领导都来捧场？拆的时
候�说这里不合手续�那里不合手续�都是他的理！
强行拆除大棚的当天派出所都出动了。③

在这个事件中�农地使用的合法与违法完全由权力
一言而定。法律和制度的规定成为证明其合法与违法的
双刃武器！农民不存在卖与不卖的自由。农地产权的排
他性和可转让性受到限制或禁止�强势的一方利用产权
残缺的特点�侵犯弱势一方财产的所有权、使用权、处
置权或收益权。这种产权建构的权力主导特征甚至具有
社会认知的基础。在调查中有43％的农民认为农村土地
归国家所有 （见表1）。于建嵘的岳村调查有33％的农
民认为自己种的土地归国家所有。④
　表1　村民关于农地所有权的认识

您认为农村土地归谁所有？ 百分比

国家 43
村集体 33
自己 24

样本量70人 100
　　资料来源：作者对70户失地农民调查数据汇总统计。

李培林指出�产权的残缺或者说弹性�一方面为解
决一些乡土冲突提供了可以利用的资源�因为这种残缺
或弹性提供的机制�就是只要是村民们认同和接受的�
在村里就是 “合理合法” 的�至于是否符合国家法律�
只要没有无法 “摆平” 的冲突�并不重要；但另一方面�
它也为对产权的侵犯留下巨大的空间。⑤但我们认为：这
种残缺的产权本身就是村民之间以及村民和国家之间建构

的产物。土地 “农转非” 的过程既不是市场交易行为也不
是法律上的损害—赔偿行为�而是权力做主权力受益的行
为�所以权力在土地 “农转非” 中攫取着巨额的收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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访谈资料。户主张某�男�46岁�戊村村民�现在贩卖蔬
菜。妻子从事家务劳动�一子二女。
指村办的农贸市场�共有92亩土地�投资了900多万。
访谈资料。姚某�男�63岁�党员�阎桥村村民。
于建嵘：《岳村政治》�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�第371页。
李培林：《村落的终结》�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�第75页。



社会主义产权改革的根本问题�不是国家确认某种
所有权形式 （哪怕是纯粹的私有制）�而是首先界定国
家在产权变革中的权力限度。18世纪中叶英国首相皮特
在一次演讲中曾这样形容过产权对穷苦人的重要性和神

圣性：即使是最穷的人�在他的寒舍里也敢对抗国王的
权威。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�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�房
子甚至会在风雨中飘摇�但是英王不能踏进这所房子�
他的千军万马不敢闯进门槛已经破损了的破房子。穷人
虽穷�但他头上的片瓦与脚下的立锥之地却是堂堂国王也
不能任意剥夺的。在 《红楼梦》里�相比之下的另一种情
形是�皇帝指向哪里�他的 “军队” 就抄家抄到哪里。任
何华厦豪宅�风不能进�雨不能进�但帝王的军队、独裁
者的卫兵可以随意进。所以�产权�作为穷苦人和一切人
的权利�首先应该是不受政治权力侵犯的权利。

四、农民的资产
美国华盛顿大学的麦克尔·史乐山 （Michael Sher-

raden） 教授�在1990年出版的 《穷人与资产》一书中�
首次提出了以资产为基础的社会政策。他认为�改善长
期生活状况�促进人的独立与自给自足�帮助所有的人
尤其是贫困者减低长期贫困以达到社会公平�是社会政
策的基本目标。要达到这个目标不能只依赖于维持人们
的收入与消费�而需要同时促进资产的长期积累。在此
框架下�资产的涵义广泛�不仅包括金融财产 （如存款、
股份或住房等）�还包括个人的知识、技能、社交圈、社
会关系和影响生活的决策能力。通过比较�我们发现森
和史乐山教授的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�从某种意义上
说�“以资产为基础的社会政策” 是工具性意义上的 “可
行能力” 概念在社会政策领域的应用和体现。在这里笔
者主要关心和权力有关的组织资本、和金钱有关的经济
资本①和网络及人际关系有关的社会资本以及和教育、劳
动技能有关的人力资本。这四种资本基本涵盖了农民个体
可行能力的所有重要方面�将其总称为农民的资产。

（一） 组织资本
组织资本主要指依据国家政权组织和党组织系统而

拥有的支配社会资源的能力。② 作为 “支配社会资源的能
力”�组织资本无疑是 “可行能力” 的重要内容。农民的组
织资本拥有量是分梯度的�各个群体具有不同的组织资本。

在新房分配上�乙村具体的分房措施是：无论是否
村民�只要具有 “两证” （房产证、土地使用证） 都有
权在村新建小区以建筑成本价购买一套楼房。农户家有
一处宅子就发一套 “两证”。然而在统一的既定规则下�
组织资本却能够通过各种手段获取更多的资源。例如�
村干部可以利用无主的老宅及公用建筑换取 “两证”。
而受调查的甲村则明文规定�村两委委员可以以成本价

购买两套楼房�而一般村民只能购买一套。
土地征占越多�由征地补偿转化而来的集体资产就

越膨胀�村干部权力也不断扩张。村落内的经济资源、
组织资源、社会资源逐渐向上积聚。村干部往往集党政
企大权于一身�既是村干部又是董事长 （见表2）；村庄
越来越表现出家族化控制的趋向。
　表2　村支书兼职情况
村编号 党组织职务 兼职

甲 支部书记 董事长

乙 支部书记 董事长、镇副书记
丙 支部书记 村办企业厂长

丁 支部书记 自办企业厂长

戊 支部书记 村长

己 支部书记 村办企业厂长

庚 支部书记 无

辛 支部书记 无

　　资料来源：作者调查统计。
（二） 人力资本
人力资本�是指花费在保健、教育、培训等方面的

开支所形成的资本。这种资本就其实体形态来说�是活
的人体所拥有的体力、健康、经验、知识、社会阅历和
各种技能等存量的总称。人力资本制约了人们采取行动
的能力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失地农民的资源获取�特别
是在职业获得和收入水平上更是如此。

文化程度是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方面。从笔者的调
查来看�淄博失地农民的文化程度低于淄博城市居民文
化程度�与全市平均水平基本持平。虽然其文化程度比
一般的农民高一些�但是依靠这样的文化程度到城市中
参与非农就业机会竞争�还是远远不够的。在调查中�
许多失地农民向我们倾诉文化水平低的苦恼。当一些体
面的工作机会出现时�往往是文化程度高的人捷足先
登。大多数失地农民只能从事文化要求不高的工作�如
看车场、开小吃店、建筑工等。

老龄化是失地农民的另一个特征。淄博市早在1987
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。2005年全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
达59∙4万人�占总人口的14∙3％。③城乡结合部的农村青

75

陈　雷　张陆伟　孙国玉：可行能力视角下的失地农民问题研究———以淄博市为例

①

②

③

这里仅以一个调查案例简单说明经济资本对资源获取的作用。
某调查村有20户村民无力购买村集体 “旧村改造” 的楼房。
400元／平方米的成本价也买不起。于是村里就有人出资购买
贫困户的购房权利�多买新楼房�出租获利。但只有财力雄
厚的人家才能这样做�因为村建楼房不能上市买卖。
陆学艺主编 《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》�社会科学文献
出版社2002年版�第8页。
淄博市人民政府：《淄博市老龄事业 “十一五” 发展规划》
［淄政发 （2006） 49号 ］。



年有更多的机会如上学、参军、外出务工经商等各种途
径跳出农门�因此老龄化问题更加严重。尽管我们没有
做严格的抽样统计�但是所调查的70户失地农民中60
岁以上老人所占比重达到18∙1％。其中一个调查村65岁
以上老人有450多人�约占全村总人口的18％�老龄化
达到相当高的程度。中老年的失地农民非农就业受到年
龄和文化的双重制约�尤其困难。被调查者中46岁到60
岁的失地农民有82人�其中村集体安置就业的有11人�
占13％�一般是打扫卫生、看大门、看车场、老人协会
等文化、体力和劳动技能要求不高的边缘性职业；53人
赋闲在家�占65％；其他人基本上从事第三产业�如经
营小卖部、蒸手工馒头、卤菜、修鞋等。①所以�一般来
说�失地农民中年龄越大的劳动者获取非农就业机会越
不容易�即使实现就业�其收入也比年轻人低和不稳定。

（三） 社会资本
社会资本是 “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身份在网络中或

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。获取能
力不是固有的�而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包含的一种资
产”。②研究表明�社会资本在流动和迁移、就业、融资、
情感沟通、降低生产和经营成本以及减少他们所面临的
生存、生活和发展风险等方面作用显著。③费孝通也指
出�在以差序格局为特征的乡土中国�人际关系网络在
社会生活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。因此研究失地农民的
资源获取不应忽略社会资本的作用。

案例三：乙调查村的张某某�调查中谈到：

我办的安装队的业务有一半来源于村集体企业

庄园集团公司。庄园集团开发的房地产和 “旧村改
造” 的建筑安装 （门、窗、电、水等） 几乎全部交
给我做。十几年前咱村企业刚起步�由于风险意识
不强�30万的欠款、死账收不回来。而这在当时能
给企业以致命的打击。我凭借在外多年打工和跑销
售的经验将欠款追回。从此�我和村书记建立了兄
弟般的关系。他有业务不给我做给谁做？肥水不流
外人田嘛。再说�平时书记家里有红白喜事、逢年
过节�我都必定登门�拿的礼都是最大的。④

在这个案例中�我们看到了付出—回馈的社会资本
建立与加强的双向往复循环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�社会资
本不断地粘合市场机会、知识经验以及组织资源�给社
会资本的拥有者带来大量的经济收益和其他资源。

以上的分析告诉我们�失地农民的组织资本、人力
资本、社会资本、经济资本与其当下的资源分配和未来
的资源取得具有正相关关系。同时值得注意的是：通过
权力的作用�村落中的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一种高度
不分化的状态存在着�而不是以相对独立的资本形态存在

着。在 “圈地” 这种城市化的方式中�精英的形成并不是
不同类型精英的转换�而是出现了一个聚集各种资本的集
团。农民资产总量的不足和分布的失衡是失地农民迅速地
贫富分化和整体上生活质量下降的不容忽视的原因。

五、政策建议：可行能力建设
　　及可持续生计　　　　　

　　可行能力是一个具有内在多样性的概念�它具有很多
不同的层面。在可行能力的视角下�我们看到了失地农民
问题的本质：农民的可行能力受制于社会结构设定的非均
衡资源分布格局�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征地这类事
件中�农民的可行能力剥夺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其资源获
取的不足；这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资源分布的不均衡。

（一） 启发：可行能力建设
森的可行能力概念对当今中国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�

它不仅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手段�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目
的。发展就是人的可行能力的扩展。比如�消除收入贫困
是重要的�但这不应成为反贫困的终极动机；关键是提高
人的可行能力�如享受教育、医疗保健、社会参与、政治
权益等。扶贫的目标不应该是仅仅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�
而是要提高他们创造收入的能力。从这个角度看�提高贫
困地区的教育水平远较提高那里的就业水平有效。对于失
地农民问题�仅仅从提高征地补偿、提高收入等经济角度
考虑是不够的�可行能力建设才是全面的解决之路。

那么�如何进行可行能力建设呢？笔者认为�应该
通过各种社会制度的安排来扩展可行能力。有的学者误
以为�“森的 ‘能力理论’只强调主观的能力�却忽略
了客观的机会”。⑤ 事实并非如此�森一再强调�可行能
力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社会产品。一个人确实拥有的可
行能力取决于社会安排的性质。国家和社会不能逃避责
任。在失地农民问题上�不仅在农民的表达和产权建构
上依赖于社会安排；而且在农民的资产�这种看似更加
个体性的方面也是社会结构性因素在背后起作用。因为
作为一个客观事实�农民的确文化程度不高、缺乏劳动
技能、社会支持网不发达等等。但是�如果从形成的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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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雷、王春光、郭颖：《淄博市失地农民调研报告》�《国情
调研》�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�第107～109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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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》2003年第4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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访谈资料。张某某�38岁�初中学历�有十几年外出打工
经商经验�社会关系广泛。目前�自营建筑。
洪朝辉：《论中国城市社会权利的贫困》�《江苏社会科学》
2003年第2期。



因来看�显然与我国长期以来 “城乡分治、一国两策”
的二元结构以及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、福利保障制度、
就业和教育等一系列的社会安排有密切关系。

所以�只有综合考虑主观的能力与客观的机会�才能
从根本上促进失地农民问题的解决。而且�如果说个人能
力的增强主要依靠个人的主观努力的话�那么�机会和权
利的提供、增加和保障�则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。

（二） 基本目标：可持续生计
根据法律规定：国家建设征用土地�按照被征用土

地原用途进行补偿。如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征地补
偿费、安置补助费、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。这基本
上体现的是纯粹经济补偿的思路。当然�经济补偿的积
极作用值得肯定。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�即便及时足额
给付经济补偿�失地农民在长时间以后仍会处于贫困状
态。因此�有学者提出�征地安置政策的思路应该是
“使失去土地的人重新建立生产力并提高他们的生活水
平。一句话�应把实现失地农民的 ‘可持续生计’作为
未来征地安置政策的基本目标”。所谓 “可持续生计”
（sustainable livelihoods）�是指个人或家庭为改善长远生活
状况所拥有和获得的谋生的能力、资产和有收入的活动。①

也就是说�“可持续生计” 是通过可行能力建设使
失地农民达到的一个起码的标准�一个起码的生活状
态。而更进一步地�不论是当下还是将来�征地都不应
该成为失地农民生活质量下降的原因。

［导师王春光教授点评］
这是一篇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和政策意义的论文。当

前农民失地问题相当严重�失地农民成了一个相当庞大

的群体�他们面临着 “种田无地、就业无岗、社保无份”
的困境。失地问题已成为我国 “三农” 问题的重要内容。
对此相关的研究已相当多�但大多是政策性研究�而缺
乏合适的理论观照。陈雷等同学的这篇文章不仅选题很
有现实价值�而且给出了一个很有解释力的理论视
角———即可行能力理论视角。“可行能力” 这一概念最早
是由著名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·森提出来的�主要用来
研究贫困问题。陈雷等同学根据中国的情况将这一概念
加以重新诠释�来分析当前中国失地农民问题�取得了
很好的研究效果。首先�他们在论文中汲取了可行能力
理论中主体能动观点�来剖析失地农民的利益表达能力
及其对他们失地的影响。其次�他们将产权建构和资源
获取置于可行能力分析框架中进行分析�深度地探讨了
失地农民问题的深层原因。最后�他们从可行能力建设
角度提出了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一些政策主张�有相当
的适用性。值得提出的是�该论文通过深度的个案访谈
和实地观察�搜集到相当鲜活、可信的实证资料�有力
地论证了论文的有关观点。因此�我认为�发表该论文
不仅有一定的理论价值�而且还有相当好的现实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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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udy on Land-expropriated Peasants from
Capabilities Perspective
—A Case Study of Zibo City

Chen Lei　Zhang L uwei　Sun Guoyu

Abstract： Currently the total number of land-expropriated peasants in China is more than40million and it is ex-
pected to break above100million by2020∙ Most land-expropriated peasants now have no farmland to cultivate�
no chance for jobs and no access to social security∙ Their tough conditions have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from all
sectors of the society∙ By making related surveys in Zibo the w riters collected a lot of firsthand materials∙ They
analyze the above problems from the viewpoint of peasants of the underclass groups and believe that being de-
prived of capabilities is a deep reason of i∙t The government should set up strengthening peasantsʾ capabilities as
its policy creed and regar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s its policy aim∙
Key words： land-expropriated peasants；capabilities；sustainable livelihoo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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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　雷　张陆伟　孙国玉：可行能力视角下的失地农民问题研究———以淄博市为例


